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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钩沉

卢明玉

翻译引进西学著作，在西学中求得救国之策、强国之
法，改变国家命运，这是晚清知识群体译介西学的初衷。
而作为这一时期西学译介的另一主力，来华传教士也有着
自己的打算。纵观晚清中西人士在西学译介中的互动和心
态变化，虽然在微观层面上因个体、环境差异而各不相
同，但在宏观层面上，以社会群体视之，则呈现出一般性
特点和规律。这两个社会群体在“救国策略”译介中的心
态变化，反映了晚清救国方略探索错综复杂、曲折变迁的
多元面相。

西方传教士为了传教的需要，译介西学的第一步往往
是针砭时弊，采用以破为立、边破边立的方式。在译序或
文前，常以较大的篇幅和尖锐犀利的语言指陈中国社会存
在的重重危机和症结所在。如1902年1月《万国公报》中
的 《成材补学荛议》 开篇明义指出：“惟自旧畦以望新
畛，中隔万丈深渊，即有贲获之雄，万难一跃而过。今欲
弥其缺憾，仍不外补以学术……为诸公详哉言之。”在具
体行文时，他们往往采用古今、中西，以及各国家各民族
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对比，强调双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以达
到警醒中国民众、促使他们接受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学的
目的。如时人即称，“盖尝旷观古今之时变，横览万国之
兴衰。而叹日本之崇尚西法。其变化之纯全，功效之迅
速，实为天下古今之所不能及也”（《万国公报》，1896年
第88册）。

由于晚清知识群体对基督教和西学持不同甚至截然相
反的态度，传教士们便不遗余力在译介西学时采用变通、
间接的方式输入宗教内容。如在介绍化学知识时，借机引
入世界不可知论和上帝设计论；又如引入“凡人生于世，
莫不禀受于天，既禀受于天，则知上帝之恩不浅”（《美
理哥合省国志略》卷之十九辨教邪正），将“天”与“上
帝”，“皇”与“上帝”并列互指，都是偷换概念，有意为
之。译介中，传教士通过逻辑推理、理论论证、正反案例
对比等方法对西学 （包括宗教） 内容加以主动宣传和调
整，而这种调整正是针对华人的接受心态而作出的被动应
对。它表现在使西学兼有中学的特征，以降低其陌生性、
对立性；或重释中学，特别是古代经典，使其与译介的西
学同质。如以“格致”对译“科学”，给传统的“格致”
赋予了近代意义。

受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排
斥夹杂在西学中的宗教内容，另一方面也尽可能地在西学
译介中加入中学因素，或以西学中源、中西同源来证明中
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如严复率先辨析中学中的优劣成分，

他认为传统道德“其短日彰，不可为讳”，但其中“实有
可为强族大国之储能，虽推祈而不可灭者”，尤其是“仁
义、忠信、公平、廉耻”是“万世不变之道，有国有民，
所莫能外”，否则“其群立散，种亦浸灭”。

在不断的沟通和互动过程中，中国知识群体与传教士对
待西学的心态逐渐趋于一致，而对于中学的留存和西方宗教
的输入则持相反态度。中国知识群体对于保留文化传统和固
有习俗等的态度是传教士们难以根本改变的，正如哈里斯
（Harris） 评论的：“广学会的策略可被称为稀释了的西化，
这是因为虽然采用了广泛的宣传，但是对个体接收者则收效
甚微。”（《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新教传教士》） 1900 至
1911年间，华人的西学译介数量在增幅上超过了传教士，商
务印书馆也超过广学会成为西学译介的主要机构。据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统计，这一时期国人通过日、英、
法等文共译书近1600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
倍。1907年，传教士汲约翰曾指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的
觉醒在教会内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在整个帝国随处可见
……它的特征之一就是对外国力量的控制和影响表现出无法
忍受的焦躁。”（《基督教在华传教士大会记录》）但是，传
教士们仍旧不看好中国由内部力量发动的变革，预言其会像
戊戌变法一样以失败告终。

在探讨中国知识群体、西方传教士和西学传播的关系
时，以往研究大多聚焦于互动中的单个侧面或因素。如

“买椟还珠”说、“种瓜得豆”说、“一分为二”说等等，
这些研究往往忽视了西学传播中双方的联系、互动及相应
调适。而以医患关系设喻则比较能够明了晚清中国知识群
体与来华传教士以及中学、西学之间的互动关系及不同群
体的心态变化。早在当时，以医患设喻就已被一些传教士
提出并加以传播，如林乐知说：“仆与中国诚知之深而爱
之至也……如鲰生者尚忍为讳疾忌医，而坐视沉疴之中于
膏肓哉！”（《中东战纪本末》初篇）“医国”“良医”等比
喻也广泛见诸当时的报端和各类译著。如时人指出：“我
国譬如大病之后，贫血之人。”（叔恒《医国与医病》）还
有人认为：“盖人有疾病惟良医得而治之，国有疾病亦
然，且国家受病之源，也有外邪内邪的分别，虚寒虚热的
变动，风急火急的时候，羸症怯症的根苗，更有癣疥之
疾，初时不甚介意，后来竟致养痈成患，贻害无穷。”（佚
名《医国论》）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批中国有识之士从天朝上国
的迷梦中惊醒，面对惨败痛心疾首。魏源等人提出“师夷
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但限于学习西方的“长技”，而仍
寄希望于中学和自我改良。如同病人尚未意识到所患之疾
的严重而试图以传统中药加以调养，他们大声吁求朝廷

“自改革”。如龚自珍曾言“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

时丹”，李绍瀛则诉诸“孔圣人之对症发药，更能毫厘不
差，能使病者一服此药，则精神勃勃”（《孔圣会星期
报》，1911年第174期）。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受时局变
化、西学不断引介等影响，中国知识群体的救国思想经历
了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体用之分”“道器之辨”的
中、西学关系指导思想的转变；由抵制西学到接受西学，
由旁观传教士传播西学活动，到主动参与其中，并悉心加
以模仿的转变。不少西方传教士也针对中国人渴求救国良
策之机，大量译介西学，用“西医西药”诊治病情渐重的
封建王朝。而对刻意夹杂其中的宗教思想，则为中国知识
群体所警惕和排斥。甲午战争之后，以林乐知为代表的传
教士洞察了国人强烈的救国需求，尽量向救国议题靠拢，
在译介中加入自己的救国强国建议，努力淡化中西对立。
如光绪帝师孙家鼐就称林乐知所译《中东战纪》《文学兴
国策》二书，“浏览一过，其于中国之病源，可谓洞见症
结，此中国士大夫所不能知、知之而不敢言者，林乐知牧
师皆剀切指陈”（《万国公报》，1896年第91册）。

到了甲午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由于中国双语人才的
增加 （出国留学和在教会学校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使
这一阶段西学译介的特点表现为：中国知识分子渐为译介
主体，在西学传播过程中，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由附属
地位走向主导地位。其情形好似久病成医之人对于医理逐
渐精通，开始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出更好的救国良方，
如壶隐在《我也谈谈医国与医病》中说：“国病如此，国
医又如彼……乞诉邻家，以求援助，真所谓舍其本而图其
末，华其外而悴其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耶。”（《吴兴国
医周刊》，1911年版） 至此，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播宗教的
主要目的已难达成，而其译介的西学知识在近代中国探索

“救国策略”过程中却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

晚清中西人士在“救国策略”译介中的心态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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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俄界会议后，毛泽
东率领由红一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的陕甘支队，
继续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向陕甘地区进发。1935年9月16
日，到达腊子口附近。

“人过腊子口，像过老虎口。”腊子口是藏语的转音，意为
“险绝的山道峡谷”。位于甘肃省甘南州迭部县东北的岷山
山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咽喉要冲，素有天险之称。其间
两山对峙如刀劈斧剁一般，沟底只有30余米宽，被水深流急
的腊子河占去一大半。

为阻止红军北上，国民党军沿腊子口、康多一线布设了
数道防线，尤以腊子口为重点。其中，国民党新编第14师师

长鲁大昌在腊子口隘口处，部署了两个营的
兵力，沿腊子山梯次配备了一个旅的兵力，在
岷州城内还驻扎着四个团，随时准备增援腊
子口。

聂荣臻元帅曾回忆说：“腊子口打不开，
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
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无论如何，付出惨重代价刚刚走出草地、
翻过雪山的中央红军，不能再走回头路。突
破天险腊子口、打通北上通道就成为红军唯
一的选择。

领受了攻打腊子口任务的林彪、聂荣臻，
马上同军参谋长左权、红2师师长陈光、政委
萧华一起到前沿勘察地形。

不过30米宽的腊子口，两面绝壁间有一
条长达百米的甬道。湍急的腊子河上架着一

座木桥，成了两山间唯一的通道。守敌在隘口木桥的两侧构
筑了坚固的碉堡，设置了仓库，囤积着大批的武器、弹药和粮
食，准备长期死守。

有长征“开路先锋”美誉之称的红4团，再次挑起重任，
担任突破腊子口的任务。

16日黄昏，战斗打响。4连指战员在轻重机枪掩护下，
发起猛烈进攻。狡猾的守敌凭借险要地形和坚固工事，等
红军接近桥边时，才开始疯狂扫射。敌人的子弹像狂风般
刮来，手榴弹像冰雹似的落下。不到一会，腊子口上火光
闪耀，硝烟弥漫，狭窄的路上满是厚厚的弹片和没有拉弦的
手榴弹。

红军连续组织的几次冲锋均告失利。次日凌晨2时许，
红4团指挥员决定改变策略，以政委杨成武指挥2营继续实
施正面进攻；同时，由团长王开湘带领1营的两个连从腊子

口右侧攀登崖壁，迂回到敌人的背后进行突袭。
但是，两侧陡峭的崖壁，从山脚到山顶有几十米高，连猴

子也难爬上去。正在大家发愁时，一个绰号叫“云贵川”、从
贵州入伍的苗族小战士毛遂自荐，说他有办法带领突击队登
上腊子口。

突击队小心翼翼地来到腊子口旁的峭壁前，“云贵川”
赤着脚，腰上缠着一条用战士们绑腿接成的长绳，带着一
个系着铁钩的长竿子，他用竿头的铁钩搭住石缝里长出的
歪脖子树根或者岩缝，像猴子一样一节一节地攀上了险峻
高耸的绝壁。

看着“云贵川”身影越来越小，大家都屏住呼吸仰望着，
生怕他失手从高崖上摔下来。在大家的盼望中，他终于登上
山顶。靠着放下的绳索，突击队员在1连连长毛振华的带领
下，拽着绳索，一个一个攀到崖顶，迂回到敌人的后面。

半夜时分，杨成武组织敢死队再次向腊子口敌人阵地发
起猛攻。正当进攻受阻时，突然腊子口上空升起一颗白色信
号弹，迂回到山顶的红军官兵如神兵天降，居高临下，向敌人
没有顶盖的碉堡和阵地投掷手榴弹，敌人死伤大片。正面进
攻的敢死队，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勇猛地冲向敌人。官兵们
上下夹击，打得敌人丢盔弃甲，仓皇而逃。

红4团官兵冲过桥头，乘胜追击残敌。
9月17日，当晨霞洒满大山时，红4团终于占领天险腊子

口，并在当天穷追数十里，占领了大草滩一带（即现在的三草
滩），缴获粮食数十万斤、盐两千斤。这对刚出草地不久的红
军可谓是无价之宝。当地回族、汉族群众对红军热烈欢迎，
更使部队受到极大鼓舞。

腊子口一战，标志着红一方面军赢得了长征路上的险关
之战，打破了国民党妄图用恶劣的自然条件“饿死”“困死”红
军的阴谋。腊子口一打开，全盘棋都走活了，红军踏上继续
北上的征途。

长征中，天险腊子口是怎样被红军攻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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